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Research

二里头绿松石龙牌、铜牌与夏禹、萬舞的关系

何 驽

摘 要：二里头宫城内2002VM3随葬绿松石龙，很可能是宗庙祭祀时抱于怀中的绿松石龙牌，它是“禹”的

化身仪仗。宗庙祭祀时，由 2002VM3墓主之类的伶官手持龙牌、系铜铃、戴羽冠跳舞时，它则是萬舞的道具。

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晚至四期，绿松石铜牌饰取代绿松石龙牌继续作为“禹”的化身仪仗和萬舞的核心道具。古

文“夏”字表现的是跳萬舞的人，因此手执绿松石龙牌或铜牌仪仗祭祀“禹”、同时戴羽冠舞动龙牌或铜牌跳萬

舞的“中国之人”被称为“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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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02 年，二里头 3 号宫殿基址发掘过程中，

在 南 院 发 现 宫 殿 使 用 时 期 的 I 级 墓 葬

2002VM3。该墓葬东南部被二里岗文化晚期灰

坑打破，残余部分未经扰动。墓口长 2.24 米、宽

1.19 米、残深 0.72－0.79 米。墓主为 30－35 岁之

间的男性，仰身直肢，头朝北，面朝东，双脚并列。

该墓随葬了丰富的陶器、漆器。特别引人注意的

是，墓主的头顶出土有三件白陶斗笠形器，颈部缠

绕货贝串饰，胸腹部摆放一件绿松石拼嵌龙形器，

龙形器中部压一件带石铃舌的铜铃（图1）［1］998-1006。

一时间，国内外考古界十分震动。

绿松石龙大约由 2000 余片绿松石嵌片拼嵌

而成，原本贴嵌在某种有机质托体上（很可能是

木质托体）。龙巨头卷尾（图 2），长 64.5 厘米、中

部宽 4 厘米。◇形头部嵌在近梯形托座上，托座

长 11 厘米、宽 13.6－15.6 厘米。距龙尾 3.6 厘米

处，有一条绿松石镶嵌条与龙身垂直，长 14.5 厘

米、宽 2.1 厘米，原本有红漆痕与龙体相连，应是

绿松石龙形器的一个部件［1］1005。那么，龙形器

总长应超过 70 厘米。

发掘者许宏先生认为：“这件龙形器应是

斜放于墓主人右臂之上，呈拥揽状，一件铜铃

置于龙身上，原应放在墓主人的手边或系于腕

上。”［2］149-150许宏先生的认识，同墓葬平面图反映

出来的信息高度吻合，对解读龙形器的意义与

功能极为重要。杜金鹏先生推测，2002VM3 墓

主是身份既贵又贱的特殊身份人，很可能是宗

庙的管理者、祭祖活动的参与者。绿松石龙是

龙牌，“在祭祖典礼上，某种特殊身份的人，手持

‘龙牌’列队行礼，或手持‘龙牌’边唱（颂扬祖先

功德）边舞（模仿祖先生前的活动），随着舞蹈者

手臂的舞动，那色彩斑斓的‘龙’，左右翻飞，上

下升腾，既似腾云驾雾，又像遨游江河，既气势

恢宏，又神秘莫测。持有龙牌的人由于长期从

事这种神圣的祭祖典礼，经验丰富，具有了某种

能够更好地与祖先沟通的本领甚至垄断了某种

与先王沟通的权利，因而深受夏王器重与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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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得到赏赐，更被允许把生前使用的龙牌作

为随葬品带到另一个世界中继续使用”［3］104。

朱乃诚先生则认为，2002VM3 墓主可能是

拥有养“龙”（鳄鱼）特殊技能的贵族，不属于王

族，那么绿松石龙不是二里头文化的“王权”或

王统的表征［4］132。

蔡运章先生认为，这件绿松石龙图案颇似

蛇，展示巨龙升天的图画，应是夏部族图腾崇拜

的 产 物 ，与 夏 部 族“ 宗 神 ”禹 的 名 义 相 合 。

2002VM3 墓主则是夏王朝设立专门主管祭祀龙

图腾的职官“御龙氏”。他还认为，绿松石龙头

向西北寓示飞向天宫，铜铃可传达神灵的告示，

绿松石条饰象征田地［5］135-142。顾万发先生则认

为二里头的绿松石龙可能象征当时的极星神或

北斗神［6］152-166。

上述诸位先生的高见均有一定的启发性与

合理性，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如果说龙是

夏部族崇拜的图腾，那么陶寺早期王墓随

葬的龙盘又是谁的部族崇拜物？陶寺文化

与二里头文化显然不是一个文化，也不是

一个政体，笔者遵从多数学者的观点，论证

过陶寺遗址为尧舜之都［7］63-123。所以陶寺

龙与二里头的龙具体含义恐难从图腾崇拜

角度解读，况且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文化时

期，中原地区早已脱离了图腾崇拜时代，可

以说是进入了王权龙神化的时代。

再者，龙母题在陶寺文化与商周时期

都很重要，地位都很高，其在二里头文化中

地位也应该不低。2002VM3 位于宗庙 3 号

图1 二里头2002VM3平面图（引自《二里头》图6-4-3-4-1B）

图2 绿松石龙（据《二里头》图6-4-3-4-2E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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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西周中期《禹鼎》2.春秋时期《秦公簋》3.西周晚期《叔

向簋》4.战国时期《万印》

图4 古文字“禹”字示例（引自《古文字类编》第213页）

图3 古文字“虫”字示例（引自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

局1980年版，第210页）

宫殿的中庭南部［3］101，位置极为重要。只是墓主

的身份等级并不是很高，既不是王，也不是最高

级的贵族，这与绿松石龙形器的特殊功能和墓

主的特殊官职有关。二里头王墓并未找到，不

能排除王墓出龙母题随葬品的可能，所以尚且

不能论断龙在二里头文化中不代表王权。其实

龙的象征含义在二里头文化中可能是多元的或

多样的。即便在 2002VM3 中确实不能代表王

权，但并不能排除龙形器与先王表象的关系，正

如蔡运章先生所谓绿松石龙与夏部族“宗神”禹的

名义相合［5］139。因此，从绿松石龙及其墓葬的考

古存在背景关系的细节，有深入发掘其原意的

余地。比如说绿松石龙与夏部族“宗神”禹的名

义相合，更多依据文献传说，并不错，其实绿松

石龙本身就同“禹”有着直接的关联。

二、二里头2002VM3绿松石龙同

“禹”的关系

学界基本一致认为，二里头 2002VM3 随葬

的绿松石龙同商周以降的中国龙有着明确的源

流关系。于是商周时期的出土文献甲骨文、金

文与传世文献《尚书》《诗经》《周礼》《礼记》《仪

礼》等，都有可能残存着历史的记忆，有助于我

们对绿松石龙及其相关问题的解读。

首先我们来仔细观察 2002VM3 绿松石龙形

器的形态。整体似蛇，卷尾。头部有高低，隆起

的部分是头部主体，大致呈◇形（图 2）。

显然，绿松石龙的整体造型就是蛇，与甲骨

文和金文的“虫”字如出一辙（图 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宏先生认为龙形器

原本是墓主用手臂揽在怀里的。在行为动作上

表现为将虫（蛇）揽在臂弯中，表现为文字象形

便是 ，叠加起来就是金文的“禹”字（图 4）。

因为甲骨文和金文中，手臂的形符均表现为 ，

如古文“敏” 字的攵 。唯“禹”的 手臂横

直表现出了臂弯，呈怀抱状；而敏字等 表现手

臂端朝斜下，不表现臂弯，呈抓持状。

这便明确说明二里头 2002VM3 出土的绿松

石龙形器用手揽在怀中的造型，就是“禹”的象

征或形象表征。陶寺早期王墓的龙盘只是盘

龙，似头鱼而不像蛇，更不表现手臂。因此尽管

陶寺龙与二里头文化的龙可能有一定的借鉴关

系，但是陶寺盘龙绝不表现“以臂揽蛇”的

“禹”。反过来说，“禹”的形象必须具备两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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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个是 ，即虫；另一个是 ，即臂弯。《说

文》云：“ ，虫也。从厹，象形。 ，古文禹。”段

玉裁注云：“夏王以为名，学者昧其本意。”所以，

许慎《说文》仅抓住了“禹”字的一个要件“虫”，

而昧解了手臂。当手臂揽住或持举绿松石龙牌

时，龙牌就不仅仅是虫、蛇，而是禹的化身。

2002VM3 埋葬于二里头二期宗庙 3 号基址中庭

的南院当中，从大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上已经

挑明绿松石龙牌在宗庙祭祀先王的活动中，所

扮演的道具角色，这是绿松石龙牌的功能之一，

即祭祀仪仗功能。这也意味着二里头宫城内 3
号宫殿宗庙内的祭祖活动肯定包括祭祀“禹”。

从这一点看，蔡运章先生所谓的绿松石龙与夏

部族“宗神”禹的名义相合，是正确的。

至于“禹”的虫、蛇、龙形态与大禹治水功德

等等的解读与认识，学界多有论述，本文不再赘

述。

诚然，用于宗庙祭祀先王“禹”的化身仪仗，

为何随葬在绝不可能是禹的、地位等级并不极

高的墓葬中，恐怕还要从绿松石龙牌的另一个

功能即萬舞道具的功能来分析。

三、绿松石龙牌与萬舞的关系

杜金鹏先生曾经推测 2002VM3 绿松石龙

牌可用于祭祖典礼上手持舞动，载歌载舞，模

拟龙的翻飞腾挪，模仿祖先的活动，歌颂祖先

的丰功伟绩［3］104。这应是绿松石龙牌的舞蹈

道具功能。杜先生的推测，是很有见地的。龙

牌尾部的那条绿松石镶嵌条，在舞动时更适于

手托持。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深化这一推

测。

许 宏 先 生 认 为 ，铜 铃 原 本 可 能 系 在

2002VM3 墓主的手腕上的。我们认为，舞者手

腕上的铜铃，配合着手持龙牌舞动，金声玉振，

在召唤祖先“禹”的神灵的同时，增添舞蹈的音

色，与绿松石龙牌的舞蹈相得益彰。显然，铜铃

出土的位置及其背景关系，支持龙牌用于舞蹈

的推测。在宗庙祭祀中所跳的舞蹈，有一种称

为“萬舞”。

《诗经·简兮》唱到：“简兮简兮，方将萬舞。

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萬舞。有

力 如 虎 ，执 辔 如 组 。 左 手 执 籥 ，右 手 秉

翟。……”《郑笺》云：“以干羽为萬舞，用之宗庙

山川。”“干”本意是盾牌，绿松石龙牌长约 70 厘

米，贴嵌于木托板之上，也可以视为盾牌类。羽

是指羽毛，即“右手秉翟”，《孔疏》详解为“翟羽

谓雉之羽也”。

2002VM3 墓主头顶有三个白陶斗笠形器，

形制相同，边缘带有一小牙，中央穿孔，尺寸一

大两小。大者 2002VM3:2，直径 5.9-6.1 厘米、高

2.85 厘米；小者 2002VM3:1，直径 4.85 厘米、高

2.18 厘米；小者 2002VM3:3，直径 4.8 厘米、高

2.44 厘米。第 1、2 号斗笠形器上有红色漆痕，表

明这些斗笠形器原本是嵌在头顶冠饰，用于插

羽毛用。出土时，三件斗笠形器散落呈品字形，

最大的 2 号在中间“品”字的顶端，两件小的分

别在 2 号的两翼（图 1）。可以推测 2 号斗笠形器

是羽冠的核心，插上最粗大的雉尾羽；两侧小的

斗笠形器分别插稍细一点的雉羽，其中 1 号斗笠

形器上有 31 号绿松石珠作为羽毛的插座，3 号

斗笠形器上有 33 号绿松石珠作为羽毛插座，陪

衬 2 号斗笠形器上的主羽，视觉效果极佳。准

此，2002VM3 随葬品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展示

了干羽之舞的萬舞全套道具或装备——绿松石

龙牌（干）、铜铃、翟冠。

《简兮》的《诗传》解释说：“刺不用贤也。卫

之贤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孔疏》

曰：“卫之贤者仕于伶官之贱职，其德皆可以承

事王者，堪为王臣，故刺之。伶官者，乐官之总

名。经言公庭方舞，即此仕于伶官，在舞职者

也。”从孔颖达的解释不难看出，伶官即乐师，也

可以是舞师，职官地位比较低贱，却可以同朝臣

一样受到王的眷顾。二里头 2002VM3 墓主的地

位，恰好是这样的状况——既贵又贱的特殊身

份人［3］104。该墓主生前主要的身份应是伶官，即

乐师和舞师，他在重大的祭祀场合，舞动绿松石

龙牌进行程式化的舞蹈，正如蔡运章先生认为

的那样，可称之为“御龙氏”［5］140。只不过“御龙”

并非仅仅是祭祀龙本身“禹”，而更应是“驾驭龙

牌舞蹈”之意。

2002VM3 位于宗庙 3 号宫殿基址中庭南院

内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也同“公庭萬舞”用于

宗庙祭祀的用途暗合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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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古文字“萬”字示例（引自《古文字类编》第214页）

四、二里头绿松石铜牌饰与

萬舞的流变

萬舞流传到东周时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

化，《简兮》明确说舞蹈道具是“左手执籥，右手

秉翟”，已不再是手执绿松石龙牌，头戴羽冠，腕

系铜铃，改为左手执籥（笛类的乐器），右手秉翟

羽。但是萬舞的名称却作为历史的记忆保留下

来。

从直观的角度看，不论是执龙牌戴羽冠还

是执籥秉翟，都与萬名和字没有直接的关联。

何以称“萬舞”？

《说文》曰：“萬，虫也。从厹，象形。”解读同

“禹”。再看看甲骨文和金文“萬”字，的确是长

角的虫（图 5）。仔细比较甲骨文、金文萬、禹、虫

字形的差别，不难看出萬字不仅强调虫长角，更

突出虫头身大尾小。这使我们联想到二里头遗

址出土的绿松石铜牌饰，出土于二里头贵族墓

葬的绿松石铜牌饰有三例。

81VM4:5 绿松石铜牌饰出自墓主胸部略偏

左，内面凹，附有麻布。长 14.2 厘米、宽 9.8 厘

米。兽头眼后生出一对丫形角。铜牌饰的东侧

便是铜铃及玉铃舌。墓主头部出土两件绿松石

管，发掘者认为是戴在颈项上的，但我们推测也

可能从头顶位移至此，原本也是用于插雉羽

的。同墓底部左侧还随葬漆鼓 1 件。时代为二

里头二期偏晚［8］。

84VM11:7 绿松石铜牌饰出自墓主胸前，长

16.5 厘米、宽 8-10 厘米。兽面的尖吻两侧为柳

叶形角。铜牌饰西侧为铜铃。墓葬时代为二里

头文化四期［9］。

87VIM57:4 绿松石铜牌饰出自墓葬的中部

的东边，估计原本也是从墓主的胸腹部位移至

此。此饰长 15.9 厘米、宽 7.5-8.9 厘米。兽面眼

前伸出一对芒状的角。距铜牌饰 30 厘米处，位

于墓室的中部出土铜铃 1 件。墓室头端近墓壁

出，出土两件绿松石珠，估计原本也是从墓主头

顶位移至此，原来也用于插雉羽。墓葬时代为

二里头四期［10］。

足见，绿松石铜牌饰所在的位置、与铜铃的

配伍，都是在重复二里头二期 2002VM3 绿松石

龙牌萬舞的道具模式，绿松石铜牌饰的兽面实

际上就是 2002VM3 绿松石龙牌的另一种表现形

式［3］109。这三座墓主也应是伶官，81VM4 随葬漆

鼓可以为证。

对比甲骨文和金文的“萬”字形态，绿松石

铜牌饰上的兽面身首被压缩在一起，且长角。

87VIM57:4 绿松石铜牌饰纹样与商代《萬爵》铭

文萬字作 有些接近，身上有鳞纹，头上长一对

芒状角（图 6·1,2）。李德方先生称之为“双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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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11］145-147。唯 87VIM57:4 绿松石铜牌饰纹样省

略了 虫的尾巴。

81VM4:5 绿松石铜牌饰与商《萬戈》铭 确有

相似之处：尖吻，芒状双角，十字形头身和脊柱

分割线。唯 81VM4:5 绿松石铜牌饰有双卷尾

（图 6·3,4）。

通过上述初步分析，我们认为所谓萬舞，原

本是佩戴绿松石龙铜牌饰与铜铃及雉羽所跳的

舞蹈。而铜牌饰皆有四系，形如小盾，也符合萬

舞干羽道具的历史记忆。使用时，绿松石铜牌

饰也是戴在手臂上，因此萬字在西周中期出现

完整的形态 （西周中期《舀壶》铭），加上了横

直手臂。

由于绿松石铜牌饰显然是 2002VM3 绿松石

龙牌的压缩版或简化版，那么萬舞再向前追溯，

便是二里头二期 2002VM3 绿松石龙牌、铜铃、羽

冠道具表现的萬舞。其实，仔细观察 2002VM3
绿松石龙牌头部◇形隆起部位两侧低平之处，

没有绿松石嵌片的留白部分，大致隐约可以看

到表现出的纹饰似乎也是芒状的双角（图 2），业

已显露出萬字“长角虫”的特征了。可见，萬舞

最初是用绿松石龙牌作为核心道具的，更加活

龙活现，但是制作过于高难，木质托体容易损

坏，故从二里头二期偏晚开始，简化为绿松石铜

牌饰，青铜底托更加耐久。羽冠也被放弃，改为

手持，难以留下遗迹。

不可否认，古文字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萬”

字形象是蝎子［12］4193-4198。《说文》萬字当“虫”释，

蝎子当然讲得通。但是为何到西周中期萬（ ）

字加上了手臂，是为了表现手臂抱蝎子吗？再

深究下去就讲不通了。抑或是周人对夏人的历

史记忆传承中，依稀记得夏人独特的舞蹈是将

绿松石铜牌饰戴在手臂上，配上翟羽跳的，而铜

牌饰纹样类似商代金文的“萬”字（图 6），故称这

种舞为“萬舞”，重新兴盛起来。只不过周人没

有全面复“夏”之古，不再采用绿松石铜牌饰、铜

铃和羽冠，而改为干羽或籥羽道具，秉于手中，

称为“萬舞”，或号曰“夏籥”。

至此，我们明白了绿松石龙牌和绿松石铜

牌饰，抱在怀中用于宗庙祭祀时，是作为禹的化

身仪仗。在宗庙祭祀的舞蹈中，又作为萬舞的

核心道具。二里头的绿松石龙牌和绿松石铜牌

饰只有作为萬舞的道具，才会赏赐给优秀的伶

官即乐官和舞师随葬，而并非作为禹的化身象

征物赏赐给伶官“御龙氏”的。

五、二里头文化时期萬舞内容的

大致推测

文献中缺乏对萬舞具体内容的描述。前文

已证，绿松石龙牌在宗庙祭祀中作为祭祀仪仗

时是禹的化身象征物，作为萬舞舞蹈核心道具，

应当同大禹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以此类推，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萬舞内容，也应当同大禹有

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葛兰言曾提出《尚书·禹贡》可能是古代傩

舞祭祀禹步表演时的唱词，用九州象征空间，边

走边唱，腾挪转折，通过象征巡游九州空间来召

唤神力，将山川、神性与身体技艺合为一体［13］258。李

零先生赞同葛兰言的观点，认为《禹贡》的叙事

路径是以晋南临汾盆地西侧龙门河西为中心的

横“8”字双回环套路［14］。李旻先生总结说：“这

种在贡路辐辏格局之外的双回环空间安排更强

调文本的表演性。《禹贡》作为宗教文本的传奇

之处在于它对地理空间扼要而精确的描述，使

传诵者能通过对局部区域的亲身体验，想象整

个禹迹世界的秩序构架与治水事业的宏大规

模。真实的山川知识细节和对常人空间认知规

模的突破，唤起的是对大禹超自然力的敬畏。”［15］

我们认为，上述学者的卓见，可以作为推测

二里头绿松石龙牌和铜牌萬舞内容的基础。二

里头文化时期的萬舞，很有可能是在宗庙祭祀

大禹时，王或重臣怀抱绿松石龙牌或铜牌禹的

化身仪仗，举行仪式；伶官则挥动绿松石龙牌或

1 2 3 4
1.87VIM57:4 绿松石铜牌饰 2. 商代《萬爵》铭文

3.81VM4:5 绿松石铜牌饰 4.商《萬戈》铭

图6 二里头绿松石铜牌饰纹样与金文“萬”字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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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曹定云先生分析的“夏”字源流图表（引自《古文“夏”字考》）

铜牌，振动铜铃，跳起萬舞。舞之蹈之，行之诵

之。吟唱的内容就是《禹贡》，舞蹈的套路就是

横“8”形的“禹步”，主要动作是操纵绿松石龙上

下翻飞，纵横捭阖，巡游九州，用舞蹈艺术，引导

观者想象大禹开创的宏大的九州政治地理空间

与治水的丰功伟绩。

六、二里头文化的萬舞与“夏”的关系

从前文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二里头遗

址出土的绿松石龙牌和铜牌，证明萬舞至少在

二里头文化时期已成为一套与祭祀大禹有关、

专门颂扬大禹丰功伟绩的制度化、程式化的舞

蹈。二里头文化的萬舞具有独特性和专门性，

并非一般的祭祖宗教舞蹈或巫术傩舞。而文献

中均将大禹归为夏王，中国学界主流认为二里

头遗址是夏王朝的晚期都城遗址。于是，二里

头文化的萬舞与夏的关系，便成为一个非常有

趣而值得探讨的问题。

《说文》曰：“夏，中国之人也。”解释没错，但

不知其所以然。曹定云先生《古文“夏”字考》

中，对于夏字作了比较系统的考究［16］。他总结

了文献中对于夏的解读有三种。除了《说文》之

说外，还有夏舞之说，出自戴侗《六书故·卷八·
夏》：“伯氏曰，夏舞也。臼象舞者手容，夂象舞

者足容也。”阮元《研经室集·释颂》也从此说。

第三种是出自《尔雅·释诂》：“夏，大也。”曹先生

分析指出，甲骨文中原学界普遍认为的夔（《合

集》8984）是最初的夏字。他还总结了“夏”字源

流表（图 7），认为第一类正面人舞形，会意字，主

要流行于宗周和秦；第二类侧身人形，形声字，

表现“夏天”之“夏”，主要流行于山东六国。秦

始皇统一文字，废六国之夏字，保留秦国之“夏”

字更为秦篆。曹先生还认为，高竖发是夏人的

主要特征。

曹定云先生的分析极有启发与裨益。但

是，我们进一步认为，曹先生解释的《合集》8984
甲骨文“夏”字，应是戴羽冠跳萬舞的侧身人

形。三根高竖的羽毛，恰似二里头 2002VM3 墓

主头顶三个斗笠形器和 81YLM4 绿松石管内插

上雉羽的写照。无论正面的还是侧身的“夏”

字，头顶都有高高的雉羽，其实表现的都是舞蹈

的人。《礼记·仲尼燕居》：“升堂而乐阕，

下管象舞，夏籥序兴。”郑注曰：“夏籥，

文舞也。”阮元《研经室集·卷一·释颂》

进一步解释为：“夏籥文舞，用羽籥也。”

西周时期《仲夏父鬲》的“夏”字，为侧身

舞人形（图 7），手中拿着的物件表现为

日或☉，很可能是籥的会意。也就是

说，至迟在西周时期，已经流变为羽籥

之舞的萬舞，还被认为是夏籥，是一种

文舞，据信是从夏朝传下来的，只不过

不再用于祭祀夏禹，而用于宗庙山川祭

祀。此解释也忘了所谓的萬舞夏籥，在

夏代原本是专门祭祀夏禹的舞蹈。准

此，从古文“夏”字演变的轨迹，以及文

献对于“夏”字的定义，我们大致理清了

一个逻辑，那就是居住在“中国”的人，

因为戴羽冠跳萬舞，祭祀大禹，有别于

周边的其他部族，于是这些“中国之人”

以萬舞的舞姿创造出一个文字“夏”来

自称，其他部族接受了这种称谓，称“中

国之人”为夏人，同时也接受了夏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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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称谓“禹”。

西汉人许慎著《说文》时，天下之中也就是

地中或土中，早已历经夏商周三朝的正统思想

的强化，被固化在伊洛嵩山一带，就是龙山时代

王湾三期文化和后来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区。那

么，至少在许慎的认知中，这一带的人就是“中

国之人”，他们“有史以来”被称为“夏”人。至于

夏与萬舞的关系，许慎恐怕更难以知晓了。

结 语

无可否认，目前考古发现的古文“禹”“萬”

“夏”字出现都早不到二里头文化。不过，中国

上古精神文化与历史的记忆是不断在传承的，

我们是否可以在尚未确认二里头文化文字系统

以及二里头文化有关“禹”“萬”“夏”字的情况

下，通过对二里头绿松石龙牌和铜牌具体的考

古存在背景关系深入分析，结合出土文献与传

世文献的相关历史记忆资料，初步建立起一条

考古证据链——在宗庙（如二里头 3 号宫殿基

址）祭祀中，主祭者怀抱中的绿松石龙牌或铜牌

仪仗是“禹”的化身；宗庙祭祀中用绿松石龙牌

或铜牌配伍铜铃和翟羽冠所跳的祭祀大禹的舞

蹈是萬舞；使用绿松石龙牌或铜牌祭祀先王大

禹，跳萬舞祭祀大禹的“中国之人”为“夏”人。

这一系列考古证据链均出自二里头遗址本身，

在文字自证证据确认之前，二里头遗址夏晚期

都城说似乎也不妨暂且定案了。

当然，绿松石铜牌饰在二里头遗址以外的

地区，也有出土。如甘肃天水采集过 1 件怀疑是

齐家文化的绿松石铜牌饰。成都三星堆遗址出

土 3 件据信为商代的绿松石铜牌饰［17］。多数学

者相信是二里头文化传播的结果［3］109。我们不

知这些绿松石铜牌饰的传播是否与铜铃、翟羽

成萬舞道具组合套式地传播。不过《史记·六国

年表》称“故禹兴于西羌”，《华阳国志》云“禹生

于石钮”。李学勤先生相信这些传说背后的历

史背景［18］200-205。李旻先生解读说：“如果我们把

这些大禹兴于西羌的说法理解为当地社会对高

地龙山社会的宗教遗产有所传承，那么当地禹

生石钮的传说与中原各地的禹迹叙事应是平行

传承的文化传统。……这些地方共享的禹神话

可能是周人与其他高地传统共同继承的龙山时

代宗教遗产，在华夏边缘的高地社会中通过口

述与仪式传承。”［15］基于上述学者的分析，我们

推测二里头遗址之外的绿松石铜牌饰的出土，

很有可能是当地的社会接受了“禹神话”的信

仰，存在接受二里头文化萬舞的可能。基于此，

我们认为开创于夏王朝的祭祀大禹的萬舞，构

成了夏代礼乐文明与制度的核心内涵，其物化

的表现就是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龙牌和铜牌。

绿松石铜牌饰则是二里头文化礼乐文明核心要

素东渐西被的载体。

商灭夏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夏禹和萬

舞很可能进行有意识地贬抑，在殷商的核心区

再也不见绿松石龙牌和铜牌了。甲骨文中不见

“禹”字，“萬”象形蝎子，用作地名和音转用于数

字，与舞蹈无关［12］4193-4198。“夏”字被丑化近猴形，

以致被许多古文字学家释为“夔”（猱）［12］1913［16］。

周革殷命，从意识形态上反殷商之道而行

之，尊崇夏朝。于是周人凭借着所“继承的龙山

时代宗教遗产”中历史的记忆，把“禹”字造了出

来。“夏”字丰富和美化了。“萬”字也加上手臂

了。只是重新找回的萬舞早已不是绿松石龙牌

或铜牌与铜铃和翟冠配伍的二里头文化萬舞

了，改为了籥羽文舞或干羽之舞，号称夏籥，很

可能也只知为夏代创建的舞蹈，而早已不知萬

舞与祭祀夏禹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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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qouise Mosaic Dragon Board and Plaques from Erlitou Exhibiting the Icon of Xia Yu and
Wan Dancing

He Nu

Abstract: The turquoise mosaic dragon board from the Tomb 2002VM3 in the courtyard of the Palace Enclosure at
Erlitou site, might have served as the icon of King Yu（禹） when it was embraced in ones chest during the ceremony
in the shine. It could also work as the principle equipment of Wan Dancing （萬舞）which was performed by the
musical officer in the shrine ceremony, combined with bronze bell and feather headgear. From the late of the Second
period to the Fourth period of Erlitou Culture, the turquoise mosaic plaques replaced the turquoise mosaic dragon
board, to act as the symbolic icon of King Yu, and the principle equipment of Wan Dancing. The archaic character of
Xia （夏）depicted the profile of Wan dancer. Given this, the people of the Central State（中国之人）who worshiped
King Yu by holding its icons, wearing feather headdress, and waving the turquoise mosaic dragon board or the turquoise
mosaic plaques to perform Wan Dancing, were considered as Xia people（夏人）.

Key words: Turquoise mosaic dragon; Yu; Wan Dancing; 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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